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新概念推动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

本译文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综合保护团队 2019 年发表在植物学顶级期刊《Trends in 

Plant Science 》，题为“ How a New Conservation Action Concept Has Accelerated Plant 

Conservation in China”的文章。为展现和促进我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特译

成中文方便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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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以来，针对极度受威胁的、亟需优先保护的植物种类，中国实施

了一项新的保护行动。这一保护行动概念目前已被各级政府部门和公众广泛认可，

推动了中国的植物保护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近几十年以来，尽管我国在植物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于我国如此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来说[1]，这远远不够。事实上，只有 1999 年我国发布的《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植物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我国的植物保护

工作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近，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IUCN 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规范 3.1

版》和《IUCN 红色名录标准在区域和国家两级的应用指南》（4.0 版）[2]，我国

有 3879 种高等植物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占我国植物总数的 11%（我国共有 35784

种高等植物，其中包括 30068 种被子植物，251 种裸子植物，2244 种石松类植物

和蕨类植物以及 3221 种苔藓植物）。此外，在这 3879 种受威胁的植物中，有 21

种已灭绝（Extinct，EX），9 种野外绝灭（Extinct in the Wild，EW），10 种区

域灭绝（Regional Extinct，RE）[2]。导致物种灭绝的因素包括人口的快速增长

（1949 年以来，我国人口数量增加了约 2.53 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自然资

源的过度掠夺与随之而来的栖息地退化，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另外，弄清哪些植

物种类受威胁最严重、最亟需优先开展保护，并通俗易懂地传达给政府部门和当



地居民也是一个巨大挑战。总之，这些因素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植物保护行动的实

施。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2005 年中国提出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简称：PSESP）的保护行动新概念。它致力于

保护受人为干扰严重、种群数量极少、分布地域狭窄或生境退化、面临极高灭绝

风险的物种[1]。为了推动这一概念的发展，提高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当地居民和

非保护生物学家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认识，我们积极宣传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

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物改良、药用和观赏价值及其进化意义（图 1）。

图 1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科研价值

野生稻（禾本科）具有作物改良的价值；滇重楼（百合科）具有重要药用价值；朱红大杜鹃（杜鹃花科）

具有重要观赏价值；蒜头果兼具经济价值和重要的科研价值 

考虑到不可能同时为中国近 4000 种受威胁的植物制定保护计划，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这一概念主要针对最受威胁的物种优先开展抢救性保护。为了让政府部

门和当地居民都能清楚理解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我们给了它一个明确的界定：即

如果一个植物物种总的成熟个体（开花结实的植株）数量少于 5000 株，且每个

独立种群中的成熟个体数量少于 500 株，那么这个物种就可以纳入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开展保护工作。这一定义是基于对世界各国“最小可存活种群”（MVP，

Minimum Viable Population）相关文献研究的综述和总结，并结合我国的保护实



践而提出的[3]。“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最初在拥有我国一半以上植物种类的

云南省提出[4]。如今，此概念已经得到我国国家和地方等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广泛

认可，并影响了国家和地区的诸项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实施和制定。

2012 年 3 月，原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0–2015）》，以下简称《工程规划》。该《工程规划》

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概念的里程碑，它确定了我国首批 120 种优先保护的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其划分依据如下：属于国家级或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物种、个体

总数少于 5000 株、仅有极少的已知分布点、具有重要的潜在经济价值或科研价

值。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加强了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的财政投入。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国家科学技术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了 3 个国家重点项

目，共约 8000 万元人民币（折合 1150 万美元）。基于这些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

明确了这 12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居群大小、分布区以及潜在的威胁因素等详

细信息。实践证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以及种群增强或回归对保护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非常必要。为了取得持久的进展，有必要进一步对已回归物种进行监测，

评估气候变化对其生境的影响[5]。应当指出的是，这些项目经费不仅仅只是用来

保护国家第一批 120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例如，《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调查与种质保存》的国家项目，将对中国西南地区的 231 种包括国家级和省

级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以及潜在的目标物种进行充分的野外调查，该区域占我国

国土面积的 15%、包含了我国 60%以上的植物种类[6]。

由于政府及其财政的支持，目前已有 23 个省份针对国家第一批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或各省自己提出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开展了保护行动。

关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的报道层出不穷，相关书籍也在陆续出版，

多个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为重点的培训项目，培训了约 1 万名当地居民和自

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总之，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新的保护行动概念无疑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地推动了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其方向性和重点也

更加明晰。

当前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大面积退

化，中国提出了新的“生态红线政策”（ERP，Ecological Redline Policy）[7]，该

政策于 2014 年被写入中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归，并被全面实施。“生态红线政策”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在国务院、环保部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支持下，“生态红线政策”将是强制性的、最严格的

保护政策。也就是说，“生态红线政策”将会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被严格执行。

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将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此外，云南省政府最近也发布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其中明确了对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实施抢救性保护。这是我国第一部省级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

护的生物多样性法规。它将影响我国其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如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概念对我国其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一样。

总之，我们坚信，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新的保护概念引领下，我国的植

物保护之路将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相关政策将不再是一纸空文，而将落实到保

护行动实践中。或许资源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但是，我们相信，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保护模式将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开放申请大量必要的资金开展保护提供一

种渠道。“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保护模式成功的关键，即首先提出一个清晰、

且容易被理解和聚焦保护行动的概念；然后通过建立区域性保护示范，推动公众

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同时突出物种的灭绝风险与经济、科研的巨大价值；最终达

到从区域推动到整个国家层面实施保护行动的目的。因此，我们建议，从地方到

国家层面的各方相关者都为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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